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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士生教育应着力于促进博士生的学术成长，学术成长是一个包括学术能力、学术伦理、学术热情三个维度的丰富概念；学术成长在博士生个体与教育环境互动过程中得以实现。作为环境要素的培养机制、学术氛围、行政支持和作为个体要素的职业志向、学术交流、自我引导是影响学术成长的重要方面，它们吁求一个审慎负责、自治自律、以人为本、爱智乐学、开放共享、自由自立的大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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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教育质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而博士生教育作为一国高等教育独立和卓越的集中体现，自然格外受到关注。尽管在西方国家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和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逐渐有更多的博士生走向政府、企业界和非政府机构，也产生了加强博士生可迁移技能培养的呼吁[1]，但学术追求依然是博士生教育的传统底色，博士学位论文应当体现知识创新或严格的学术训练。美国研究生院协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CGS）在2005年的政策咨文中依然指出博士生教育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为学者，即能够发现、整理、应用和传播知识的人”。可见，学术成长是博士培养的要义，本文就博士生学术成长的内涵、影响要素及其对大学文化的诉求展开论述。
1、 学术成长的内涵与特性
 “Scholar”在西方最早的使用在12世纪之前，最初一般指学生、学习的人，后来指致力于学问的人，或在某一方面很有学问的人。[2]学者有哪些共同特征呢？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的研究人员总结为“他们理解已知、探索未知，批判继承人类知识精华，开拓创新、推进前沿，他们懂的越多便越有一种诚实、慷慨、负责地利用知识和技能的义务，他们是思想者、行动者、理智的冒险者和道德的担当者。”[3]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学者不是单指具备学术能力，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博士生教育应被视为一个“复杂的育成过程（complex process of formation）”，这个过程“不仅仅包括才能（intellectual expertise）的发展，也包括个性（Personality）、性格（character）、思维习惯（habits of heart and mind）的发展，以及特定学科在知识界和社会上所能够和意欲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发展。”[4]
从教育过程的角度看，博士生的学术成长具有整合性、渐进性和协作性。[5]
首先，根据上面的论述，学术成长是有丰富内涵的，因此教育过程的设计必须使得学生在科研能力、学术沟通技能、学术伦理、学术热情、学者身份认同等方面有整合的发展。
第二，学术成长显然是具有渐进性的。美国的博士生发展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入学初期，实现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适应和转变；第二阶段是完成课程、通过资格考试，融入院系和学科，为独立研究做好准备；第三阶段是开展博士论文研究，找工作，向职业角色过渡。[6]学术成长的渐进性，说明应该在有指导的、反复的、自觉的努力中形成所在领域学术型人才必需的技能、习惯和气质[7]。
第三，博士教育指向知识创新，观点的碰撞和交流对于知识创新非常重要，认知心理学甚至认为，知识的建构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因此，理想的博士教育过程包括大量与指导教师、学术同行、同学等的互动协作。在美国大学中，同年级的人（cohort）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们一起上课、完成课程作业、准备资格考试，并在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互相支持。
二、学术成长影响要素的理论建构

博士生损耗（Attrition）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为美国学者关注的博士生教育问题，而社会化理论是当前美国学者深入了解博士教育过程以解释损耗何以发生最常用的理论。这种实践关注和理论选择是与美国博士生教育整体的发展阶段有关的。
从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开始，美国开始模仿德国模式，改造英式学院，建立自己的研究型大学；1900年全美大学联合会（AAU）成立，象征着高校的管理者们开始自觉地将博士生教育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1938年开始，地区认证机构的设立使得博士生教育扩展到更多高校。1958年《国防教育法》通过，联邦政府以科研资助和学生资助等方式介入博士生教育。60年代博士生教育进入了一个急剧膨胀期，对博士生教育质量的研究越来越多。70年代直到20世纪末，由于美国博士生的制度规范业已形成，规模发展相对平稳，且已享有世界声誉，研究者们逐渐开始将精力放在辍学率高、毕业年限长等现实问题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势必进入到博士生成长过程这个黑匣子里。
相比之下，当今中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的问题因某种时空压缩性而更为复杂。我国自1981年颁布《学位条例》至今不过30年时间，博士生培养的实践还不够成熟，伴随着中国的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与博士生培养直接相关的资助模式、培养机制、管理体制等正处在活跃的改革期，与之间接相关的科研管理体制、学术晋升机制等也引发激烈讨论；而同时我国博士生教育又经历了十余年的扩招，规模急剧扩大，各种矛盾愈加尖锐；但社会对杰出创新人才的期盼偏又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处于一个历史高峰。
因此，不难发现，今日中国教育研究者所面临形势之复杂性、急迫性、可塑性都更高，这无疑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也必须带着深刻的中国问题意识，对已有理论做出修正使之更适合中国现实。
本文关注的核心是教育过程中的学术成长的影响要素，但初始情境和投入影响过程，过程又必然带来特定的产出和影响，这些反馈回来又进一步修正情境，从而影响下一轮投入的方向与力度（参见下图）。
从个体角度看，初始情境主要是个人进入博士阶段前的教育经历、知识基础、思维方式、人格气质、求学动机等[8]，投入主要是指为博士生教育投入的数年光阴；从环境角度看，初始情境包括院系、学校乃至地区、国家的基本情况，如国家管理体制、社会发展阶段、院校资源基础、学科知识图景等，投入主要是指师资、经费和物质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个体和环境视角的产出共同指人才和科研成果，影响指毕业生职业生涯中的社会贡献和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
资源配置是指个体和机构对投入当有一种设计思维，个体应该更明智地规划博士生涯，积极参与对个人成长有利的各种学术活动；而机构应能使既定数量的投入以优化的结构创设更有效的教育情境。而个体与环境互动实现学术成长的机制正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依据，需要加以深入研究。

而在学术成长过程中，个体的和环境的影响因素可以说是无限多的。本文根据文献和观察，甄选六个方面以供讨论。从环境角度看，“培养机制”、“学术氛围”和“行政支持”体现了从刚性到灵活、从制度常规到实践创新的重要影响要素：
培养机制主要涵盖了招生方式、学生资助、学位要求和研究生行为条例等刚性制度规定。在美国各大学这几方面一般都有公开、明确的规定，它们就像是读博士学位的人入学之前就需要清楚了解，并在入学之时与培养单位签订的一份合同，明确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培养环节安排和特定的学术及行为规范。在美国，培养机制主要由院系控制。尽管不同院系和学科略有差异，但研究生院一般会保证全校博士学位的统一性，而全国博士培养单位之间也通过自觉标准化和实践交往而形成制度趋同。博士生培养机制在美国已基本形成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仍在审慎的演化之中。如1997年CGS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性质、作用和形式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可供讨论的改革策略[9]。在当下中国，由于处于改革调整期，政府、学校和院系不同层面的培养机制设计及其执行力度不能作为无需讨论的默认变量，而应作为影响学术成长的重要环境要素纳入考虑。
学术氛围是指对博士生的学术成长起重要作用的来自院系（师生）和学科的影响，它是在“正式合同”之外的学术职业精神（Academic Professionalism）的体现。美国学者对院系博士生培养过程的深入考察可归入此一方面。但就中国情况而言，我们还需讨论影响学术氛围背后的学术体制问题。因为学术人的整体行为模式受到学术体制的全局性影响。好的学术体制至少应满足三个层面的要求：物质无忧、制度公平、精神自由。从物质上来说，能够提供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合理的薪酬以使学术人生活无忧、安心治学；从制度上来说，构建基于个人实力的公平的学术资源配置准则[10]，不因制度不公而压抑学术人的进取动力；从精神上来说，营造平等、开放、信任、合作、分享、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氛围[11]，适合学院人偏好独立、自由、以个人好奇心为主导的研究与生活方式[12]。好的学术体制是学术人群体在内部共识的基础上与外部力量博弈/合作的结果。在学术体制的基础上，学术活动的密度与质量、导师选择方式、指导模式、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的改进有助于促进学术氛围。学术氛围对博士生具有激励价值和陶冶价值。激励价值是指能吸引更多有天赋的人从事学术职业；陶冶价值是指博士生在日常生活的濡染中体味学术乐趣、习得学术伦理、坚守学术价值。
行政支持是指以学术为中心、以服务导向的支持系统，使学术人（包括教师和学生）更好地开展学术活动，实现学术成长。从服务博士生的角度看，行政支持的主体包括不同层次的行政人员以及介入相关活动的师生；服务的内容涵盖生活帮助、心理咨询、同伴支持、职业技能培训、生涯规划、物理环境改善等在处于核心学术活动外围的方方面面。在许多情况下，行政支持也可以是核心的和全局的，如哈佛大学的博克教学中心致力于提高博士生的教学理论与技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的PREP项目全面帮助博士生规划和把握自己整个的学术生涯。
然而，即使沉浸在同样的环境中，不同个体的学术成长依然会有差异。可见，一些个体因素也有必要加以探讨。结合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职业志向”、“学术交流”、“自我引导”三个方面以供探讨：
职业志向是指博士生以从事学术或研究职业为目标，追求学术卓越的内在动力。探索未知世界尽管充满智趣，却绝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因此，对学术探究的热情、耐心和承受失败的意志都成为一个人学术成长实现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基础教育中已有大量关于求学志向与学业成就的相关性研究，职业生涯研究中也有大量关于职业志向与成就的研究[13]，可见志向的确是影响个体成长和成就的重要心理因素。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读博动机对学术发展有直接影响。因此，了解学术志向是否形成、何时以及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变化、如何影响学术成长，有助于教育机构创造机会激发学生的学术志向、选拔内在学术动机强烈的学生和营造环境维持他们的学术志向。
学术交流是指博士生个人积极主动与指导教师、学术同行乃至其他学科人员互动的过程。它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参加讲座、实验室组会、学术论坛、国际会议、读书会、写作小组、私人交流、报告研究成果、阅读文献、撰写论文等。它对于博士生的学术成长的不同方面都产生影响。交流是学术生活的常态，通过思想的往复碰撞，形成有价值的学术创新。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个体参与学术交流的意向、态度和技能，个体通过积极把握环境所提供或蕴藏的交流机会而获得学术成长。
自我引导是指博士生个人能够积极地主导自己的学习和科研过程。创新是博士生教育的要旨，创造的前提往往是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许多人感到相比于美国学生，中国学生不敢在导师面前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有研究者认为在美留学的中国博士生课程阶段出类拔萃但到了自由探究的论文阶段往往失去了优势[14]。文化传统以及培养方式是否压抑了博士生独立、自主探究的习惯值得讨论，但博士生自己是否习惯于将教育环境视为资源的海洋而自己主动充任舵手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相对于本科生，博士生心智已基本成熟，应该成为自己学术成长和生涯发展的积极管理者，当然自我引导不代表教育者可以放手不管，机构和指导教师应该提供充足的机会、适当的压力和及时的反馈。
以上简要分析了政策制定者、学术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学生个体可以影响到学术成长的若干方面。虽然资源投入是教育过程展开的基础，但在既定的投入条件下，教育过程如何优化设计、有效促进学术成长亦是大有可为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三、学术成长机制的大学文化诉求：美国大学的启发

着眼于过去，文化是既有的制度、观念、成规等；而着眼于未来，文化便是当下的行动和抉择在时间之流中的沉淀。大学文化也只有展现在人的行动中时，才是活的文化。因此，本文倾向于从积极的视角来看大学文化，试图指出与博士生学术成长相关的要素吁求怎样的大学文化，并试举美国大学的点滴实践作为启发。
从培养机制看，它需要一种审慎负责的管理文化。在美国大学，各培养单位（Program）都会在网站上贴出明确的学位要求，声明课程、资格考试、开题、论文答辩等的具体要求，学位要求由各学位点制定，其更改一般要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学生、教师、管理者都要发挥作用；对于学术造假美国大学一向严肃对待，有的开设专门讲座或短期课程培训学生；美国大学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任何有人类参与的研究（Human Subject Research），必须通过以保护被试为目的的培训和考试，并向本单位的专门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search Board）申请，博士生做论文也必须经过这一套程序。所有这些都是已经固化在其规章制度和机构设置之中的。
从学术氛围看，它要求一种自治自律的职业文化。美国大学教师承担教学、科研和对院系、学校、学科、社会的各种志愿服务，工作十分繁忙，但在一些约定俗成的事情上都会一丝不苟，体现他们的职业精神。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规模不大，但每天都有至少两场例行学术报告（作为课程体系一部分，每周举行），每次都有一到两名教师主持，与学生一起认真听报告、提问题、参与讨论；笔者接触的美国大学中多名博士生都指出，他们的导师一般会在两周内对于自己提交的作品非常仔细地修改。
从行政支持看，它要求一种以人为本的服务文化。美国大学的建筑中都会在公共空间大量放置座椅、沙发等供师生随时坐下交流；哈佛大学专门为各院系研究生提供一栋大楼（Dudley House）用于聚餐、文体、学术活动，增加交流机会；哥大教育学院为博士生组织周五晚餐沙龙；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开发了一套研究生职业生涯支持系统（PREP），从考虑申请入学到毕业就业的早、中、晚期的规划、适应、参与、职业化各方面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培训和服务，为学术生活更好地导航。
从职业志向看，它要求一种爱智乐学的群体文化。美国一流大学博士培养单位的师生一般都有一种共识，即进入好的大学继续学术工作是最好的选择。哥大数学系的一名访谈对象曾告诉笔者，进入非学术界工作的人一般不会声张，因为大家不会觉得这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而经济系的一名博士生告诉笔者如果她想挣大钱当初她会选择法学院，她喜欢高校自由灵活的工作方式，喜欢能够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研究工作，所以选择了读博士学位。可见在美国一流大学，读博士是为了走上学术道路的共识还是相当明确的。
从学术交流看，它要求一种开放共享的人际文化。笔者访谈的数名美国博士生都把参加国际会议看作非常愉快的经历，能够了解同行里其他人的绝妙想法，分享自己的研究；受访的一位哥大哲学系博士生指出自己联络了纽约几所大学的哲学专业博士生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在暑假里每周聚会，阅读和讨论一篇文献，同时他自己也维护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博客，及时分享自己的学术思想。
从自我引导看，它要求一种自由自立的个体文化。美国博士生一般会把读博士看成是自己主动把握的一件事，不管是师生交往，安排学习进度，或是争取资源和机会，他们都倾向于采取主动；一位哥大工程学院年轻教授指出，自己当初在MIT做博士论文时甚至拒不肯做老师指定的题目而是另立选题，几乎与导师闹僵，但最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得到导师认可。
博士生作为博士教育质量的最直接利益相关者，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自我、影响环境、塑造文化，确保自己得到更好的教育。人们常把AAU看作美国博士生教育自觉规范化、提高质量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事实上，在AAU成立前11年，哈佛大学研究生俱乐部已经鼓励其它大学的博士生成立相似的组织，并在六年后成立了研究生俱乐部联盟，举办年会，讨论转学、培养模式的一致性与规范性等各种有关博士生切身利益的问题。大学校长和教师代表也参加他们的年会，不能不说AAU的成立受到它的很大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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